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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改革前电力市场发展平衡度的理论模型， 利用 ２００３ 年

中国电力行业 “厂网分开” 的准自然实验，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同时

考察了该项改革对发电部门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纵向拆分显著降

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但提高了电网企业的生产率。 进一步分析表明， 纵向拆分对发

电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与改革前电力行业内部发展平衡度有关： 在改革前

发电部门投资更受重视而供电部门投资更受抑制的地区， 纵向拆分会增大对发电企业生

产率的抑制效应， 并扩大对电网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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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我国 “十四五” 时期要推进能源、 铁路、 电

信、 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 打破行业垄断，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 一方面， 电力行业在输配电环节上

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而在发电环节竞争属性较强， 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 另一

方面， 电力企业作为电力行业的基本组成单元， 其生产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电力生产、
供应环节的碳排放强度， 客观上会影响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 鉴于此， 研究电力行业市

场化改革对电力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能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提供参考。
在很大程度上， 电力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就是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不断分离的过

程， 而纵向拆分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形式。 纵向一体化曾是各国电力公司的主要组

织形式。 支持电力行业纵向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该行业的特征有关： 电力不易存储、 需

从发电厂传输至用户以满足其实时需求， 因此需要电力各部门的协调。 从理论上看， 纵

向一体化可以减少电力滞留问题， 提高各投资方的投资水平， 并减少因事后征收租金而

导致的事前投资效率低下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ａｒｔ， １９８６； 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０）。 一些经验证

据表明， 纵向一体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Ｋｗｏｋａ， ２００２； Ｎｉｌｌｅｓｅｎ 和 Ｐｏ⁃
ｌｌｉｔｔ， ２０１１； Ｇｕｇｌｅｒ 等， ２０１７）。 纵向一体化的成本节约主要是通过协调优势实现， 比如更

有效地投资规划及对信息、 投入品、 人员、 管理和风险的共享。 由于上游发电企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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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游电网企业协调， 发电和供电部门之间的纵向协调效应最大， 即纵向一体化可能会

带来最大的成本节约 （Ｍｅｙｅｒ， ２０１２）。 支持纵向拆分的观点认为： 其一， 由于竞争效应，
专业化运营能够提高发电企业效率并降低成本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等， ２００７）； 其二， 不同生产阶

段的纵向一体化可能会增加复杂性和协调的难度， 从而使企业在外部动荡环境下面临更

高的风险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１９８５）。
尽管电力行业纵向拆分改革在英国、 欧盟、 智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中国

等国家广泛实施， 但在纵向一体化或专业化哪一种组织形式更适合电力行业这一问题上，
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仍未达成共识。 拆分改革带来的竞争加剧与自主性增强所产生

的生产率提升， 在多大程度上会被规模经济和协调优势丧失导致的效率损失所抵消， 这

一点结论尚不明确。 此外， 现有文献似乎忽视了相对于一体化， 专业化的优势取决于电

力行业的发展阶段或拆分前电力基础设施发展的条件。 当电力行业发展不足、 电力短缺

是一个主要问题时， 在纵向一体化时期， 社会各界往往会优先考虑对发电部门的投资，
从而抑制供电部门的发展。 这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ａｒｔ （１９８６） 的产权理论相吻合， 他们发现

纵向一体化更有可能会导致一方过度投资而另一方投资不足。 因此， 由于发电和供电部

门的市场结构不同， 发生在发电和供电部门发展不平衡阶段的纵向拆分， 更有可能导致

其对发电和供电部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大多数旨在比较电力行业纵向一体化和专业化的实证研究， 往往将拆分改革视为一

个自然实验， 并试图估计其对电力企业运营成本或生产率的影响。 然而， 构建一个有效

的控制组来与经历过纵向拆分的企业进行比较是困难的， 这是因为拆分改革通常会影响

整个行业， 难以找到不受政策影响的企业。
我国电力行业经历了多项市场化改革， 但 ２００３ 年国务院以纵向拆分形式开展的 “厂

网分开” 政策， 是目前我国电力行业领域涉及范围最广、 影响程度最深的一项改革。 此

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将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划

分给了五大发电集团， 而以其输配电资产成立了两家电网公司。① 本文以 ２００３ 年中国电

力行业 “厂网分开” 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我国电力市场的一个独特特征， 即位于 １０
个省份②的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不受国家电力公司控制， 在拆分改革过程中仍保留了

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 具体而言， 在 ２００３ 年 “厂网分开” 改革之前， 原国家电力公司与

这些地方独立电力公司均拥有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 保持着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在

２００３ 年电力体制改革之后， 这些地方独立电力公司仍保留着纵向一体化的组织结构， 并

未经历拆分。 但是， 在其他省份， 几乎所有的电力企业均经历了改革 （民营与外资发电

企业除外， 不过这些发电企业并不拥有电网企业， 因此这些民营和外资电力企业并不具

有纵向一体化的组织结构）， 实施了拆分。 因此， 这些地区的电力企业几乎均为实验组，
难以找到合适的对照组。 不过， 本文选取的这 １０ 个省份中经历拆分的原国家电力企业

（实验组） 与未经历拆分的地方独立电力公司 （对照组） 位于同一省份内， 面临着类似

的经济发展环境、 电力产业政策与地理区位。 这些地方独立电力公司是经历纵向拆分公

司 （原国家电力公司） 的理想对照组。 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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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五大发电集团分别为中国华能集团、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中国大唐集团、 中国国电集团和中国华电
集团， 两家电网公司分别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１０ 个省份分别是陕西、 山西、 四川、 广西、 重庆、 吉林、 云南、 湖北、 湖南和新疆。



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 模型， 估算了 ２００３ 年中国电力行业的 “厂网分开” 改革对

发电和电网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改革前电力市场发展平衡度的理论模型， 考察纵向拆分对

发电和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依据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理论假说， 本文通过比较国

家电力公司管理的发电企业与地方独立电力公司运营的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实证估算了

纵向拆分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并采用相同的实证策略估计该项政策对电网企业生

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由于规模经济和投资优先权的丧失， 以及面对更激烈的竞争时

应对机制的不灵活， 纵向拆分导致发电企业生产率降低了 ３６. ８％。 然而， 由于供电部门

在拆分之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而改革后电网企业在投资输配电网方面享有更大的灵活

性， 因此拆分改革提高了其生产率， 这一数值达到了 ２８. ４％。 纵向拆分对发电部门和供

电部门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与电力行业改革前的发展阶段有关。 由于历史上的电力短

缺和频繁的停电断电， 电力行业具有重视发电投资而忽视电网投资的倾向， 导致我国输

配电网建设远远不足。 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拆分改革前发电部门越优先发展、 供电部门

发展越受抑制的地区， “厂网分开” 改革越会扩大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及对电

网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
本文深化了对 ２００３ 年中国电力行业纵向拆分改革相关的研究。 Ｄｕ 等 （２００９） 利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化石燃料发电厂两年的横截面数据， 估计了电力行业 “厂网分开” 改

革对发电企业员工、 燃料和非燃料材料投入需求的影响。 他们发现， 电力改革提高了劳

动力和非燃料投入的效率， 但燃料投入效率没有上升。 赵晓丽等 （２０１３） 采用 ＤＥＡ 方法

测算了电力企业的生产效率， 发现 ２００２ 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提高了火电企业综合效率，
但与独立发电厂相比， 五大发电集团的电厂规模效率呈现相对下降趋势。 Ｚｈａｏ 和 Ｍａ
（２０１３） 采用非参数方法， 研究了 ２００３ 年电力市场改革对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 ３４ 个大型发电

厂运营效率的影响， 发现纵向拆分提高了中国发电厂的生产率， 但对原国家电力公司管

理的电厂和独立电厂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研究了纵向拆

分是否提高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发现这项改革使发电企业的劳动力和材料投入分别减

少了 ７％和 ５％。 本文与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 Ｄｕ 等 （２００９） 将最

初由国家电力公司控制的企业指定为处理组， 而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将 ２００２
年的国有公司设定为处理组。 这两项研究都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子公司，
这些公司可能受到该项改革的直接影响， 从而会混淆纵向拆分因果效应的识别。 本文的

识别依赖于先前属于国家电力公司并因此经历了纵向拆分的企业与 １５ 家不受拆分直接影

响的地方独立电力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比较。 其次， 大多数研究只探讨了拆分改革对

发电企业的影响或电网企业的影响， 如郑世林 （２０２１） 发现 ２００３ 年电力改革使得电网企

业生产率提高了 ２０. ５％， 而本文不仅着眼于纵向拆分对发电企业的影响， 还关注其对电

网企业的影响， 这为纵向拆分对我国电力行业的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评估。 本文研究发

现， 该项改革对发电与供电部门企业的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的差异既与

这两个细分电力市场结构不同有关， 也与我国电力行业内部发展不平衡有关。
本文也与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影响的文献有关， 比如

Ｎｅｗｂｅｒｙ 和 Ｐｏｌｌｉｔｔ （ １９９７）， Ｂ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 等 （ ２００２）， Ｐｏｍｂｏ 和 Ｔａｂｏｒｄａ （ ２００６）， Ｊｏｓｋｏｗ
（２００８），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８）， Ｐｉｔｔｍａｎ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以及 Ｓｅｎ 和 Ｊａｍａｓｂ （２０１２）。 一些

文献研究了竞争或一体化经济对电力企业生产率和效率的影响。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等 （２００７）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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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电力市场改革对发电厂非燃料运营费用支出的影响， 发现市政所有的发电厂大多

不受拆分影响， 其效率增益最小， 而在经历了拆分的各州， 私营工厂的运营费用和人员

投入需求下降幅度最大。 Ｇｕｇｌｅｒ 等 （２０１７）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８ 家欧洲电力公司的企

业数据， 发现发电和供电之间的纵向一体化存在显著的成本节约。 王俊豪等 （２０２１） 使

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１６ 家世界主要电网企业数据， 发现电网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策略行为

损害了公平竞争机制， 降低了成本效率。 大多数研究要么利用自然实验来检验电力市场

结构的变化对发电企业绩效的影响， 要么利用横截面变化来估计纵向一体化和专业化对

成本的影响。 这些研究通常侧重于特定的研究背景， 而忽略了可能影响纵向一体化和专

业化成效的电力市场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表明了， 纵向拆分改革对电力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与该行业的发展平衡度有关， 从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此外， 本文为在有垄断特点的行业中比较纵向一体化和专业化经营的绩效提供了新

的证据， 并为在发电和供电部门投资不平衡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电力行业实行市场化改

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结论。

二、 政策背景

制造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靠的电力供应， 在过去几十年中， 电力行业为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１９８５ 年以前， 电力行业为纵向一体化结构， 电力

企业同时经营发电、 输电、 配电和售电等业务。 电力部和地方电力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

部门， 负责电力行业的投资和管理决策， 即享有监管者、 投资者和管理者三重身份

（Ｚｈａｏ 和 Ｍａ， ２０１３）。 纵向一体化的运行和竞争的缺失抑制了电力行业的发展， 造成了全

国长期的电力短缺。
为解决电力短缺问题， 我国电力行业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市场化改革。 第一阶段

是 １９８５—１９９６ 年发电部门的多元化投融资改革。 １９８５ 年， 为了缓解发电能力不足的局

面， 政府放松了对发电市场的管制， 允许地方政府、 国内私营企业以及外国公司参与投

资， 以省为实体， 集资办电。 然而， 输电和配电市场仍由国家电力部管理， 实行垄断经

营。 这次改革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电力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但电力部仍主导着我国电

力行业。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电力行业管理体制改革。 为解决监管部门有动机通过

行政手段保护和加强电力行业垄断地位的问题，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撤销了电力部， 所有电力

资产由新成立的公用事业公司———国家电力公司接管， 而其行政职能则移交给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 国家电力公司仍采用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 负责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 第

三阶段是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以 “厂网分开、 竞价上网” 为主要内容的电力体制改革。 为消除

国家电力公司的垄断地位， 引入发电部门的竞争，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

“厂网分开， 竞价上网， 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为宗旨的 《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２〕 ５ 号）。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国务院正式启动了发电部门与供电

部门分离的重组改革， ２００３ 年生效。 这次改革对原国家电力公司进行重组， 将其发电资

产重新分配给五大发电集团， 而其输电和配电资产由两家电网公司承接。 这场改革涉及

全国 ３１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从经营范围上看， 五大发电集团的业务范围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国家电网的业务范围覆盖全国 ２６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南方

电网的业务范围覆盖剩余 ５ 个省份、 自治区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和海南）。 社会普

遍预期， 拆分和放松管制最终将通过专业化和增强竞争提高发电生产效率。 ２００７ 年之

０２１



后， 我国陆续开展了以 “输配分开、 电价改革” 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２００３ 年电力行业的纵向拆分改革对发电和供电部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改革之

前， 发电部门的投资是优先考虑的， 而输配电网的建设远远不足，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历史上的电力短缺导致中国电力行业更注重发电投资而忽视电网投资， 造成电网公司的

低效率。 根据 《国家电力统计年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我国电网投资占电力总投资的比

重为 ３２. ６％， 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５０％以上的水平。 发电与供电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制

约了电力行业的发展。 此外， 电网建设的滞后导致各地区电力供应的严重不均， 并频繁

引发缺电与窝电并存的问题。
２００３ 年电力行业改革后， 从原国家电力公司中分离出来的电网企业避免了与发电企

业的利益冲突， 可以更专注于输配电网的建设， 提高输配电的生产效率。 因此， ２００３ 年

的纵向拆分会通过强化决策的独立性对电网企业的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 拆分对

发电企业的影响并不明确。 一方面， 从国家电力公司中剥离出来的发电企业面临与外资、
民营发电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 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 另一方面， 由于纵向一体化，
它们失去了规模经济的原有优势， 生产效率受到抑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发电企业

数据显示①， 重组后发电市场的竞争程度显著提高。 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证上， 深入考察

纵向拆分对发电部门和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三、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考察纵向拆分政策对发电和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假设电力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技术， 实现利润最大化。 考虑一个含有电力生产企

业的静态模型。 用 Ｙ 表示居民对电力的需求量。 假设收入为 Ｅ 的代表性消费者在消费 Ｙ
单位电力时， 获得 ｌｏｇ（Ｙ）的效用。 因此， 若电价是 Ｐ， 则 Ｙ ＝ Ｅ ／ Ｐ 为电力需求量。 为简化

起见， 假设电力行业由发电和供电两个部门组成。 接下来， 本文将分别考察在纵向一体

化和纵向拆分两个时期， 发电和供电部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一） 纵向一体化时期

假设电力总供给遵循 ＣＥＳ 形式：

Ｙ ＝ ■

■
|∫Ｎ

０
ｙ（ ｉ） ρｄｉ ■

■
|

１
ρ

　 　 其中， ｙ（ ｉ）为代表性电力企业的产量， Ｎ 为纵向一体化时期垄断竞争电力企业的总

数； ρ＝ １－ １
σ
， σ 是电力企业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②， 数值上大于 １。 假设代表

性电力企业 ｉ 的生产函数为：
ｙ（ ｉ） ≡ ｙθ

Ｇ（ ｉ）ｙ１－θ
Ｔ （ ｉ） ＝ ａｌθＧ（ ｉ） ｌ１

－θ
Ｔ （ ｉ）

１２１

①

②

因篇幅所限， 本文省略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发电市场竞争程度变化图，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
科学》 官网论文 “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
尽管从量上说发电厂的电具有可替代性， 但从性能上说不同类型发电厂的电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火力 （如煤炭）、 水力、 核能、 风力等方式都能够发电， 但这些电产生的原理、 使用的设备以及动
力源均不同， 导致电的出力、 稳定性等性能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 对供电企业而言， 不同类型发电
厂的电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不可完全替代。



　 　 其中， ａ ＝ ａθ
Ｇ（ ｉｎｖＧ）ａ１－θ

Ｔ （ ｉｎｖＴ）， 取决于发电部门投资 （ ｉｎｖＧ ） 和供电部门投资

（ ｉｎｖＴ）。 ｙ ｊ（ ｉ） ＝ ａ ｊ（ ｉｎｖｊ） ｌ ｊ（ ｉ）， ａ ｊ（ ｉｎｖｊ） ＝ ｉｎｖ
１
Ｋｊｊ ， ｊ ＝ ｛Ｇ， Ｔ｝， Ｇ、 Ｔ 分别表示发电和供电。

由于在给定的研发投资下， 发电部门的技术提升速度比供电部门更快， 因此假设参数 ＫＴ

不小于 ＫＧ。 θ 衡量在纵向一体化时期重视发电而忽视供电发展的程度。 在我国电力行业

不发达、 优先发展发电部门投资的时期， θ 大于 １ ／ ２。① θ 取值越大， 表明电力行业各部

门间发展不平衡程度越严重。 电力企业的总收入为：

ｒ（ ｉ） ≡ ｐ（ ｉ）ｙ（ ｉ） ＝ Ｐ（ ｉ）
Ｐ

■

■
|

■

■
|

１－σ

Ｅ

　 　 其中， ｐ（ ｉ） ＝ １
ρ

ｗＧ

θ
■

■
|

■

■
|

θ ｗＴ

１ － θ
■

■
|

■

■
|

１－θ １
ａ
。 因此，

ｒ（ ｉ） ＝ ａσ－１ ｗＧ

θ
■

■
|

■

■
|

（１－σ）θ ｗＴ

１ － θ
■

■
|

■

■
|

（１－σ）（１－θ）

（ρＰ） （σ－１）Ｅ

　 　 考虑到固定成本和改进技术的研发投资成本， 电力企业的利润为：

π（ ｉ） ＝ ｒ（ ｉ）
σ

－ ｉｎｖＧ － ｉｎｖＴ － ｆＧ － ｆＴ

＝ Ａ
σ
ｉｎｖ

（σ－１）θ
ＫＧＧ ｉｎｖ

（σ－１）（１－θ）
ＫＴＴ － ｉｎｖＧ － ｉｎｖＴ － ｆＧ － ｆＴ

　 　 其中， Ａ ＝
ｗＧ

θ
■

■
|

■

■
|

（１－σ）θ ｗＴ

１ － θ
■

■
|

■

■
|

（１－σ）（１－θ）

（ρＰ） （σ －１）Ｅ， ｒ（ ｉ）
σ

为扣除劳动力成本后的净收

入； ｗＧ 为发电部门的劳动工资， ｗＴ 是供电部门的劳动工资。 电力企业选择发电和供电部

门的研发投资，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电力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即：

ｍａｘ
ｉｎｖＧ， ｉｎｖＴ

π（ ｉ） ＝ Ａ
σ
ｉｎｖ

（σ－１）θ
ＫＧＧ ｉｎｖ

（σ－１）（１－θ）
ＫＴＴ － ｉｎｖＧ － ｉｎｖＴ － ｆＧ － ｆＴ

　 　 其中， ｆＧ 和 ｆＴ 分别是发电和供电部门的固定成本。 考虑到现实中后者的固定成本远

超过前者， 即 ｆＧ ≪ ｆＴ。 ｉｎｖＧ 和 ｉｎｖＴ 的最优选择分别为：

ｉｎｖＶＩＧ ＝ （σ － １）θ
ＫＧ

ｒ（ ｉ）
σ

ｉｎｖＩＶＴ ＝ （σ － １）（１ － θ）
ＫＴ

ｒ（ ｉ）
σ

　 　 为了使均衡利润为零， 需要满足：

ｆＧ ＋ ｆＴ ＝ １ － θ
ＫＧ

＋ １ － θ
ＫＴ

■

■
|

■

■
| （σ － １）■

■
|

■

■
|
ｒ（ ｉ）
σ

＝ １ － θ
ＫＧ

＋ １ － θ
ＫＴ

■

■
|

■

■
| （σ － １）■

■
|

■

■
|

Ｅ
σＮＶＩ

　 　 因此，

ｉｎｖＶＩＧ ＝
（σ － １）θ（ ｆＧ ＋ ｆＴ）

ＫＧ
１ － θ

ＫＧ

＋ １ － θ
ＫＴ

■

■
|

■

■
| （σ － １）■

■
|

■

■
|

－１

（１）

ｉｎｖＶＩＴ ＝
（σ － １）（１ － θ）（ ｆＧ ＋ ｆＴ）

ＫＴ
１ － θ

ＫＧ

＋ １ － θ
ＫＴ

■

■
|

■

■
| （σ － １）■

■
|

■

■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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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２００３ 年 “厂网分开” 改革之前， 由于电力短缺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电力行业长期存在 “重发轻
供” 的现象， 使得电源投资占电力总投资中的比重常年远高于电网投资。 根据 《国家电力统计年
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我国电源投资占电力总投资的比重为 ６７. ４％。



为确保均衡的研发投资为正与 ＫＴ ≥ ＫＧ， 从而需要满足 ＫＴ ≥ ＫＧ ＞ σ － １ ＞ ０。
（二） 纵向拆分时期

１. 供电部门

在纵向拆分期间， 电网企业从发电企业处购买电力， 将其作为中间投入品， 两个部

门各自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假设供电部门的总电力供应为：

ＹＴ ＝ ■

■
|Σ

ＮＴ

ｉ ＝ １
ｙＴ（ ｉ） ρ ■

■
|

１
ρ

　 　 其中， ｙＴ（ ｉ） 为代表性电网企业的产出， ＮＴ 表示纵向拆分时期电网企业的均衡数量。
供电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ｙＴ（ ｉ） ＝ ａＴ（ ｉｎｖＴ）ｍα
Ｇ（ ｉ） ｌ１

－α
Ｔ （ ｉ）

　 　 其中， ｍＧ（ ｉ） 表示从发电部门购买的中间投入品数量， α 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
电网企业的总收入为：

ｒＴ（ ｉ） ＝ ＡＴａσ－１
Ｔ （ ｉｎｖＴ）

　 　 其中， ＡＴ ＝
ＰＧ

α
■

■
|

■

■
|

（１－σ）α ｗＴ

１ － α
■

■
|

■

■
|

（１－σ）（１－α）

（ρＰ） （σ －１）Ｅ， ＰＧ 表示供电部门中间投入品的

价格。 因此， 电网企业的最优化目标为：

ｍａｘ
ｉｎｖＴ

πＴ（ ｉ） ＝
ＡＴ

σ
ｉｎｖ

σ－１
ＫＴＴ － ｉｎｖＴ － ｆＴ

类似地， 为确保均衡时电网企业的利润为零， 固定成本 ｆＴ 满足：

ｆＴ ＝ １ － σ － １
ＫＴ

■

■
|

■

■
|

ｒＴ（ ｉ）
σ

＝ １ － σ － １
ＫＴ

■

■
|

■

■
|

Ｅ
σＮＴ

因此，

ｉｎｖＳＴ ＝
（σ － １） ｆＴ

ＫＴ
１ － σ － １

ＫＴ

■

■
|

■

■
|

－１

（３）

　 　 ２. 发电部门

假设发电部门的发电总量为：

ＹＧ ＝ ■

■
|∫ＮＧ

０
ｙＧ（ ｉ） ρ′ｄｉ ■

■
|

１
ρ′

　 　 其中， ｙＧ（ ｉ） 为代表性发电企业的发电量， ＮＧ 为纵向拆分时期发电企业的数量； ρ′ ＝

１ － １
σ′

， σ′为发电企业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由于发电市场的进入壁垒更低，

竞争更为激烈， 因此纵向拆分时期的 σ′大于纵向一体化时期的 σ。 假设发电企业的生产

函数为：
ｙＧ（ ｉ） ＝ ａＧ（ ｉｎｖＴ） ｌＴ（ ｉ）

类似地， 发电企业的总收入为：
ｒＧ（ ｉ） ＝ ＡＧａσ′－１

Ｇ （ ｉｎｖＴ）
　 　 其中， ＡＧ ＝ ｗ１－σ′

Ｇ （ρ′ＰＧ） （σ′－１）ＥＧ， ＥＧ 表示电力总需求量。 由于供电部门对中间投入品

的需求等于发电部门的发电量， 因此：

ＥＧ ＝ １ － １
σ

■

■
|

■

■
| α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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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的最优化目标为：

ｍａｘ
ｉｎｖＧ

πＧ（ ｉ） ＝
ＡＧ

σ′
ｉｎｖ

σ′－１
ＫＧＧ － ｉｎｖＧ － ｆＧ

因此， 发电企业对投资 ｉｎｖＧ 的最优选择为：

ｉｎｖＳＧ ＝ σ′ － １
ＫＧ

ｒＧ（ ｉ）
σ′

为确保发电企业均衡时利润为零， 需要满足：

ｆＧ ＝ １ － σ′ － １
ＫＧ

■

■
|

■

■
|

ｒＧ（ ｉ）
σ′

＝ １ － σ′ － １
ＫＧ

■

■
|

■

■
|

ＥＧ

σ′ＮＧ

因此，

ｉｎｖＳＧ ＝
（σ′ － １） ｆＧ

ＫＧ
１ － σ′ － １

ＫＧ

■

■
|

■

■
|

－１

（４）

　 　 推论 １： 假设 ｆＧ ≪ ｆＴ， ＫＴ ≥ ＫＧ ＞ σ′ － １ ＞ σ － １ ＞ ０ 和 α ≥ α， α 为某一阈值。 与

纵向一体化时期相比， 发电部门在纵向拆分时期的技术水平更低。 同时， 对发电部门发

展越倾斜 （更高的 θ）， 发电部门技术水平下降越多。①
推论 ２： 假设 ｆＧ ≪ ｆＴ， ＫＴ ≥ＫＧ ＞ σ － １ ＞ ０， θ ＞ １ ／ ２。 与纵向一体化时期相比， 在

纵向拆分时期， 供电部门技术水平将提高。 纵向一体化时期资源越向发电部门倾斜， 纵

向拆分后供电部门将出现越大幅度的技术进步。②

四、 实证策略与数据描述

（一） 实证策略

为验证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理论假说，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 年中国电力行业 “厂网分开” 的

准自然实验， 通过 ＤＩＤ 模型实证研究纵向拆分改革对发电、 电网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我

们分析了 ２００３ 年纵向拆分前后受政策直接影响的电力公司与未经历纵向拆分改革的地方

独立电力公司生产率差异的变化。 为全面考察纵向拆分对整个电力行业的影响， 我们将

电力企业分为发电和电网两大类， 并分别评估拆分改革对这两个市场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识别策略主要基于以下 ＤＩＤ 模型：

ＴＦＰ ｉｔ ＝ αｉ ＋ β（Ｕｎｂｉ × Ｐｏｓｔ０３ｔ） ＋ γＸ ｉｔ ＋ ϕ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ＴＦＰ ｉｔ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用于衡量企业生产率。 Ｐｏｓｔ０３ｔ 是一个

虚拟变量， 在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的年份等于 １， 在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年份等于 ０ （２００３ 年是纵向

拆分改革实施的年份）。 Ｕｎｂｉ 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被划分为处理组 （经历了纵向

拆分）， 则等于 １， 而对于仍保持纵向一体化的企业， 则取值为 ０。 当时， 我国有 １５ 家地

方独立电力公司不受国家电力公司控制， 不受改革的直接影响。 因此， 本文将 １５ 家地方

独立电力公司及其电力子公司作为对照组， 并将国家电力公司及其电力子公司视为处理

组。 β 是本文关注的系数。 这一系数衡量了经历纵向拆分的电力企业相对仍为纵向一体

化组织形式电力企业的技术提高或降低幅度。 根据理论模型的理论假说， 由于发电与供

电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存在， 我们预计供电部门的系数 β 为正， 而发电部门的系数 β 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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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推论 １ 的证明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推论 ２ 的证明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αｉ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例如企业所在的城市。
Ｘ ｉｔ是一些影响企业表现的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属性变量， 包括就业人数、 企业年龄、 企业

国有股比例和是否获得补贴。 ϕｔ 是一组年度虚拟变量， 用于控制影响所有企业表现的共

同年度趋势， 如国家层面 ＧＤＰ、 ＣＰＩ、 Ｍ２ 等， 以及电力行业的共同技术进步。 为排除行

业冲击的异质性影响， 我们控制了发电类型①—年度虚拟变量和省份—年度虚拟变量，
以允许发电企业电力类型和所在省份的不同时间趋势。

为了考察 ２００３ 年纵向拆分改革对电力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 本文采用了如下

模型：

ＴＦＰ ｉｔ ＝ αｉ ＋ Σ
２００７

ｊ ＝ ２０００
ｊ≠２００２

β ｊ × Ｕｎｂｉ × Ｙｅａｒ ｊ ＋ γＸ ｉｔ ＋ ϕｔ ＋ εｉｔ （６）

　 　 其中， Ｙｅａｒ ｊ 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每年的虚拟变量 （不包括作为比较基准的 ２００２ 年），
其余有变量的定义与前述相同。 系数 β ｊ 衡量了改革的动态效应， 使我们能够研究在 ２００３
年改革前后的每一年， 纵向拆分电力企业相对纵向一体化电力企业生产率的变化。 若纵

向一体化企业与纵向拆分企业的生产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间存在平行趋势， 则 ２００３ 年拆

分改革影响电力企业生产率的结论会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二） 数据描述

本文用到的主要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涵盖

了所有年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由于数据库于 ２０００ 年

才开始报告电力企业的资本存量， 而这是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

将样本期选取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本文以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为研究对象， 选取了中国工

业分类中的 ４４１ （发电企业） 和 ４４２ （供电企业）。
２００３ 年， 国务院重组了国家电力公司， 将其发电资产剥离给五大发电集团， 并将其

输配电资产剥离给两家电网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尽管在任何一个新地区， 五家发电集

团未有一家拥有超过 ２０％的市场份额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但其发电量的总

和约占中国电力市场总容量的一半 （Ｚｈａｏ 和 Ｍａ， ２０１３）。 这两家电网公司是电力传输领

域的主要参与者， 其电网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
尽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纵向拆分改革， 但仍有 １５ 家独立的地方电力企业， 如广西

桂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并未受到拆分， 仍在 １０ 个省份维持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１５
家地方电力公司保持其组织形式不变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 这些企业普遍分布在

煤炭、 水资源丰富的地区， 拥有独立的发电资产和电网， 基本能够满足当地用户的用电

需求。 因此， 地方政府不愿让它们并入重组后成立的两家电网公司。 第二， 这些地方电

力企业所处的地区配电网络较弱， 不同县城之间的连通性较差， 两家电网公司也不愿接

管这些企业。 １５ 家地方电力公司在重组后仍保持纵向一体化， 因此在评估纵向拆分的影

响时可以将其作为控制组。 本文以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所在的 １０ 个省份的企业为研

究对象， 以地方独立电力公司所属发电、 电网企业为对照组， 以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
电网企业为处理组， 这与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采用的样本选择和识别策略完

全不同。
对于发电部门， 类似于 Ｄｕ 等 （２００９）， 我们选择五大发电集团及其子公司作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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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电部门的电力类型包括化石燃料、 热力和其他电力类型三类。



组， 并以 １５ 家地方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为对照组。 五大发电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名称很容

易辨识。 对于控制组， 我们首先剔除从未实行一体化经营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之后

采用天眼查对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进行识别。 对于供电部门， 我们将从国

家电力公司中拆分出的两家电网公司作为处理组， 将从属于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电

网企业作为控制组。 与发电市场不同， 样本期内政府未允许任何私人和外国投资进入供

电市场。 另外， 我们使用天眼查识别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电网企业， 以及两家电网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为了消除新进入企业的影响 （通常更具生产力）， 我们只考虑 ２００３ 年

之前成立的企业， 以便更准确地估计纵向拆分对电力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因此， 本文最

终在发电部门筛选出 ６９ 家处理组企业和 １５２ 家控制组企业， 在供电部门选取 ２３８ 家处理

组企业和 １７４ 家控制组企业。
企业生产效率以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衡量， ＴＦＰ 是根据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来

估计的。 企业的 ＴＦＰ 反映了其从给定数量的投入中产生了多少产出。 由于样本中存在大

量的零投资， 我们采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而不是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的方法

来估计企业 ＴＦＰ。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通过使用中间投入品作为代理变量， 可以解决由

未观测到的生产率冲击引起的联立性问题。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还采用了其他几种

方法来测量 ＴＦＰ， 如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法和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５） 提出的方法。
本文实证模型中控制了 ４ 个企业特征变量， 包括就业人数 （Ｌａｂｏｒ）、 年龄 （Ａｇｅ）、 国有

股比例 （ＳＯＥ） 和是否获得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就业人数为企业雇员总数， 以衡量企业规

模； 年龄反映企业的经营年限； 国有股比例定义为国有股权的比例， 以刻画企业所有制

属性； 是否获得补贴是一个虚拟变量， 若企业从国家获得任何补贴， 则等于 １， 否则等

于 ０， 用于说明企业的政治关系。
描述性统计显示， 处理组企业的 ＴＦＰ 水平高于控制组企业。① 此外， 在发电部门企

业的就业人数、 国有股比例以及供电部门企业的年龄方面， 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 因此， 本文将在实证分析中控制这些特征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五、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使用公式 （５） 分别估计 ２００３ 年纵向拆分对发电、 电网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并运用公式 （６） 考察该项改革的动态效应。 其次， 针对遗漏变量、 指标度量等问题， 本

文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最后， 本文从电力部门发展平衡度、 企业人事制度调整灵活

性等方面， 探讨了纵向拆分改革对发电、 电网企业生产率影响差异性的内在机制。
（一） 基准结果

１. 发电部门

表 １ 报告了纵向拆分改革对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 １ 第

（１） 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Ｕｎｂｉ × Ｐｏｓｔ０３ｔ 的系数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负， 表明拆分改革降低了发电企业生产率。 第 （２） 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 第

（３） 列增加了省份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以控制省级电力行业的年度变化

趋势， 第 （４） 列在第 （３） 列基础上添加了电力类型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

项。 在所有设定中， Ｕｎｂｉ × Ｐｏｓｔ０３ｔ 系数的数值和显著性大致相同， 加入这些额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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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主要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第 （４） 列是本文最终采用的设定形式， 其系数等于

－０. ３６８， 表明企业组织形式从纵向一体化向专业化转变， 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具

体而言， 相比 ２００２ 年， 纵向拆分使得发电企业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生产率差距缩小

了 ３０. ８％。

表 １　 纵向拆分改革对电力企业生产率的效应

发电部门 供电部门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Ｕｎｂ×Ｐｏｓｔ０３
－０. ３０４∗∗∗ －０. ３１１∗∗∗ －０. ３０５∗∗ －０. ３６８∗∗∗ ０. １６３∗∗∗ ０. １８５∗∗∗ ０. ２８４∗∗∗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４）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３）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１９１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４）

ＳＯＥ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２）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行业—年份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企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６６９ １ ５７２ １ ５７２ １ ５７２ ２ ７４１ ２ ５９３ ２ ５９３

调整 Ｒ２ ０. ９２０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４ ０. ９２７ ０. ８３４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８

　 　 注： 括号内报告了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
上显著； 后同。

动态效应估计结果显示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 Ｕｎｂｉ × Ｙｅａｒ ｊ 的系数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不显

著， 表明五大发电集团与 １５ 家独立电力企业的 ＴＦＰ 在电力改革之前具有相似的变化趋

势。 由于企业重组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的结果表明， 纵向拆分改革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

影响在 ２００３ 年并没有立即显现。 但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Ｕｎｂｉ × Ｙｅａｒ ｊ 的估计值显著为负，
表明五大发电集团的 ＴＦＰ 相对于 １５ 家独立电力企业明显下降。

２. 供电部门

供电部门具有与自然垄断相关的属性， 改革前其投资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这可能使

２００３ 年拆分改革对其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于发电部门。 表 １ 报告了供电部门的基准回归结

果。 第 （５） 列显示的结果仅包括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而第 （６） 列添加了企

业特征变量。 第 （７） 列进一步添加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为本文选取的设定形式。 第

（５） — （７） 列结果一致显示， Ｕｎｂｉ × Ｐｏｓｔ０３ｔ 的系数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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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中图 Ａ２ （ａ）。



列中的处理效应估计值等于 ０. ２８４， 表明纵向拆分提高了处理组 （两家电网公司及其电

网子企业） 相对于控制组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电网企业） 的生产率。 具体而言，
该项改革使得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生产率的差距相比 ２００２ 年平均扩大了 ３２. ８％。 拆分改

革对供电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源于专业化和经营管理自主权带来的收益。 在纵向

一体化时期， 优先发展发电部门阻碍了电网的投资和发展。 因此， 纵向拆分使电网企业

能够专注于扩大输电网和配电线路， 从而大大提高了电网企业的生产率。 电网企业生产

率的提高对 ２００３ 年以后中国电力行业输配电网的投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 因此， ２００３ 年的 “厂网分开” 改革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电力供应， 缩小农村

和城市家庭在电力获取方面的不平等。
与发电部门类似， 本文估计了纵向拆分对电网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 动态效应估

计结果显示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 Ｕｎｂｉ × Ｙｅａｒ ｊ 的估计系数均较小， 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

明在电力改革之前， 两家电网公司和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电网企业的生产率具有相

似的变化趋势。 类似地， 纵向拆分改革在 ２００３ 年对供电部门生产率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但在随后几年， 两家电网公司的生产率相对于 １５ 家地方独立电力公司的电网企业的生产

率有了显著增长。
综合发电和供电部门的结果来看， 纵向拆分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但提高了电

网企业的生产率。 在纵向一体化时期， 国家电力公司优先发展发电部门， 而将供电部门

置于次要地位， 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纵向拆分改革对两大电力部门生产率影响的差

异。 后文将提供支持这一推断的具体证据。
（二） 稳健性检验②

为提高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分别对发电部门和供电部门开展了多种稳健性检验：
第一， 使用安慰剂检验， 排除 ２００３ 年改革前出台的其他政策或与改革相关的其他遗漏变

量造成的影响； 第二， 采用平衡面板数据， 排除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可能造成的影响； 第

三， 采用多种计算企业 ＴＦＰ 的替代方法， 如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法、 ＡＣＦ 法， 以

排除 ＴＦＰ 测量方法选取的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三） 异质性分析③

２００３ 年 “厂网分开” 改革之前， 我国发电和供电部门投资严重失衡， 发电部门受到

政策资源的倾斜， 得到优先发展。 在纵向一体化时期， 发电企业享有更多资源的特权，
而电网企业的发展则处于从属地位。 然而， ２００３ 年的拆分改革使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均

成为独立实体， 消除了发电企业因纵向一体化时期规模经济及资源分配的优势。 因此，
在发电部门更为优先的地区， 从属于五大发电集团的发电企业受到的纵向拆分改革的不

利影响更大。
本文以 ２０００ 年县级层面发电部门的总资本存量与电力行业总资本存量的比率， 定义

每个县在改革前发电部门发展受倾斜的程度 （ＦＧＩＴ）。 随后， 我们对位于 ＦＧＩＴ 低于和高

于中位数水平地区的企业分组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在改革前发电部门投资更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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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地区， 纵向拆分对发电企业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在发电部门投资优先

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 该项政策对发电企业生产率无显著影响。
从历史上看， 相比城市， 县城受到电力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更大。 为满足城

市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县城发电企业往往优先将生产出的电力供应城市， 以弥补城

市的电力短缺。 因此， 这些县城的输电线路和配电设施尤其不发达， 覆盖率很低。 为

此， 我们分别对位于县城、 城市的两组发电企业进行回归， 发现县城的发电企业因纵

向拆分遭受了显著的生产率损失， 而该项政策对城市地区发电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

影响。
本文发现， ２００３ 年纵向拆分改革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我们认为， 劳动、 资本

调整的不灵活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不足， 也会导致从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

生产率在改革后显著降低。 在纵向拆分时期， 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被剥离给五大发

电集团， 这些集团在任何一个新地区的发电市场份额都不超过 ２０％， 因此发电公司面临

着更加激烈和直接的竞争。 随着政府停止指导煤炭价格并希望发展煤炭市场， 煤炭价格

大幅上涨。 然而， 国有发电企业通常能够继续获得煤价的补贴， 而独立和私营发电企业

需要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在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不

断上涨的煤炭价格时， 发电企业有更强的动力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或更好地管理人力、
投资资源来提高生产率。 但是， 中央国有企业通常具有不灵活的人事制度， 因此， 与地

方独立发电企业相比， 其在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 灵活调整资源难度更大。 Ｇａｏ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１４） 发现， 在 ２００３ 年纵向拆分时期， 隶属于五大发电集团的企业并

未减少员工人数。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这段时期， 由于加入 ＷＴＯ， 我国经济 （特别是制造

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 对电力的需求随之增加。 为了扩大电力市场覆盖率， 加之长期的

历史合作关系， 电网企业倾向于从过去隶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处购买电力。 因

此， 与其他发电企业相比， 从属于五大发电集团的发电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 提高

生产率的积极性也较低。
由于改革前供电部门的发展不受重视， 因此在发电部门发展越倾斜的地区， 电网企

业生产率在纵向拆分改革后上升幅度越大。 这是因为电网企业在改革后可以更独立地分

配资源来发展输配电网络， 不再受发电部门的干预而抑制自身投资。 回归结果显示， 纵

向拆分政策实施之后， 在电力部门发展不平衡较严重地区， 电网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

显著更大。 此外， 县城相比城市地区受到电力部门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更大， 纵向拆分政

策对前者电网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 ２００３ 年电力行业 “厂网分开” 的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电和供电部门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 一方面， 纵向拆分显著提高了电网企业生产率。 该项政策实施前发电部

门相比供电部门更优先发展的地区， 电网企业生产率受政策的积极影响更大。 纵向拆分

改革后， 电网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我国输配电网的建设， 缩小了农村和城市居民家

庭在用电方面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 源于纵向一体化规模经济及资源分配优势的丧失，
２００３ 年 “厂网分开” 改革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 同时， 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调整不

灵活和更易获得政府支持， 使得发电企业难以缓解改革带来的冲击， 同时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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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也不足。 进一步研究发现， 纵向拆分对发电和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影响与

我国该项改革前电力行业不同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有关。 在发电部门相比供电部门的发

展受倾斜程度更高的地区， 该项政策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及对电网企业生产率

的提升效应均会扩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其一， 在垄断行业实施市场化改革时， 切忌

“一刀切” 政策， 要充分考虑行业自身特征， 比如行业各部门间的发展平衡性、 资源分

配状况等。 通常来说， 纵向拆分改革会以减少规模经济优势为代价， 提高市场竞争效率，
但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正面效果， 甚至可能造成行业生产效率的损失。 倘若行业各部门

间发展严重不平衡， 此类市场化改革在促进一方生产效率的同时， 会在一段时间内抑制

另一方的生产效率， 从而对行业不同部门的生产效率造成不对等的影响。 鉴于此， 本文

建议要渐进式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适当延长过渡阶段， 并增加配套的政策安排，
如建立生产要素与资源的共享机制、 加快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缓解企业生产、 运营

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 增大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度， 进而降低市场化改革初期对部

分企业生产效率、 日常经营的不利影响。 其二， 由于发展阶段的原因， 电力行业部门间

发展的不平衡并非是我国独有的现象， 而是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这

些发展中国家电力基础设施不发达， 经常出现停电、 断电的现象， 使得发电部门更易享

有优先发展的权利， 造成发电与供电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 这些国家在实施类似 “厂网

分开” 的市场化改革时， 要充分考虑电力行业发展阶段及内部特征， 掌握好改革的节奏

和力度， 适时出台配套性的政策措施， 提高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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